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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中國公民社會與治理的研究

● 郁建興

一　公民社會理論在中國
的興起　　　　

1990年代初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

興起，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中的

重要事件之一。公民社會理論受到中

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國家體制外的

社會領域的重要性得到強調，標誌S

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國家主義取向的

危機。而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則可以

追溯得更遠，它與1978年開始的改革

開放是同一過程。儘管迄今為止在中

國仍然沒有出現一個清晰的、可使用

的「公民社會」概念，也儘管迄今為止

國家仍然控制S主要的社會資源，但

是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三

十多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

會的確發生了類似西方工業革命以後

的變化：第一，社會資源的佔有與控

制已逐漸呈現多元化態勢，社會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這些自由流動資源

和自由活動空間發展出獨立於國家的

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形式；第二，伴

隨S社會資源佔有與控制的多元化，

個人獨立性相對擴大，表現為個人受

組織、身份的限制趨於減弱，尋求自

身發展的選擇餘地不斷增加，個人財

產權利、言論、發表、隱私權及其他

權利的狀況較以前有所改善；第三，

隨S從舊體制擺脫出來的新的社會力

量和角色群體的發展壯大，在政府行

政組織之外開始了民間社會的組織化

過程，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非營利

團體和非行政化的營利性經濟組織日

益成為國家不能忽視的社會主體1。

從1950年代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的

1970年代，中國各種社團和群眾組織

的數量非常少。在1950年代初，全國

性社團只有44家；1960年代也不到

100家，地方性社團大約在6,000家左

右。到了1989年，全國性社團劇增至

1,600家，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家2。

此後，政府於1989和1998年兩次對社

會團體進行了重新登記和清理，取締

了一批非法社團，註銷、合併了一批

業務相同或相近的社團，使其數量

有所減少。可是，自2001年起，隨S

經濟發展、社會的快速轉型，社會組

織再度快速發展。截至2011年9月，

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已超

過45萬家，其中社會團體24.7萬家，

儘管迄今為止在中國

仍然沒有出現一個清

晰的、可使用的「公

民社會」概念，也儘

管迄今為止國家仍然

控制X主要的社會資

源，但是公民社會的

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

三十多年最重要的成

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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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非企業單位20.1萬家，基金會

2,357家3。社會組織的數量、種類

以及職能都得到了較大發展。

中國社會領域的發展，是薩拉蒙

（Lester M. Salamon）所謂的「全球結社

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4。公民社會的

興起，對於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

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改

變了社會的治理狀況，尤其在提供公

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S重要作

用。公民社會組織對促進公民的政治

參與、政治公開化、公民自治、政府

的廉潔與效率、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

科學化等也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無論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理

論，還是公民社會理論，都是典型意

義上的西方話語。「公民社會」是一個

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涵義的術語，其

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生

活，但近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概念

源出於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義

學說。洛克通過假設自然狀態的存在

以及運用社會契約論論證國家的起源

及其本質，從而賦予社會先於或外在

於政府或國家的生命，奠定了自由主

義的公民社會理論框架。在洛克之

後，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

基於對無憲法、無分權社會的不信

任，提出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與一定

的政治構成相符合，它的建立取決於

一個具備良好法制的國家。當代政治

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因此把公

民社會的孟德斯鳩解釋模式看成是不

同於洛克解釋模式5。

公民社會理論儘管具有不同來源

和不同理論框架，但它的出身基於社

會與國家二元分立的西方歷史經驗表

明，把這一概念運用於一個個具有截

然不同的歷史軌µ和社會特徵的社會

中，很可能是有問題的；特別是當這

一概念作為一個理想化的反國家形象

捲入意識形態之爭時，它降低了自身

在經驗性社會科學分析中的價值6。

相應地，在西方公民社會理論被

引介入中國的同時，對這一理論的本

土化研究也隨即展開。早在1991年，

公民社會理論儘管具

有不同來源和不同理

論框架，但它的出身

基於社會與國家二元

分立的西方歷史經驗

表明，把這一概念運

用於一個個具有截然

不同的歷史軌�和社

會特徵的社會中，很

可能是有問題的。

2006年5月開放的浙江省桐廬縣愛蓮書社，是該縣第一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民辦農村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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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就指出，公民社會（或稱民間社

會、市民社會）理論所要建立的是社

會與國家之間一種良性互動關係7。

1992年，鄧正來和景躍進明確提出「良

性互動論」，認為市民社會內部存在

的矛盾和衝突可以引出國家干預的必

要性，但同時也強調國家干預的合理

限度8。其後，俞可平提出建構「社會

主義市民社會」的主張9。「強國家—

強社會」模式也為一些學者所主張bk。

其後，「法團主義」、「國家在社

會中」，以及「國家與社會協同」等理

論的引入，更加推進了鄧正來等人的

「良性互動論」。法團主義揭示了國家

與公民社會之間可能的良性互動結

構：一個強有力但並不具有全能性的

國家，一定限度的結社自由以及不完

全獨立於國家，但也不是國家內在組

成部分的社團bl。「國家在社會中」以

及「國家與社會協同」理論則揭示了國

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限度以及兩者合

作互動的可能性bm。前者認為，國家

和社會並非獨立實體，它們在交換中

相互賦權和變更行動邊界；後者強調

社會力量的賦權並不必然削弱國家權

力，國家與社會之間是一種共贏關

係，良性合作是可欲可求的。從這些

理論受到啟發，顧昕和王旭提出，公

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零和博弈

轉型為相互增權，即便在中國也是不

無可能的bn。

「良性互動論」既是反思西方「公

民社會」概念的中國適用性的結果，

也是省思中國現實得出的結論。然

而，這種理論框架勾勒了理想的國家

與社會關係形態，卻沒有生發出具體

的實現機制。受此影響，中國公民社

會研究者即使承認社會組織成長的積

極意義，但也沒有能夠揭示它對於公

民社會發展的促進邏輯bo。

正是基於不同的「公民社會」概

念，中國公民社會研究者一向存在S

樂觀派和悲觀派的分野，但自2006年

以來，這種分野日益模糊。愈來愈多

的學者基於中國社會組織的迅速發

展、網絡對現實世界的影響日益突

出、志願服務走進各個領域，均樂觀

地看待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尤其在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一些學者宣布

2008年是中國的「志願者元年、公民

元年」bp。

可以說，汶川地震的確在某種程

度上改變了人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

災難發生後，眾多國內社會組織和志

願者第一時間迅速行動，甚至「近乎

和軍隊同時到達」救災第一線。據不

完全統計，在四川一線參與救災的民

間組織有300多個，全國幾乎所有的

NGO（非政府組織）都參與到各地的救

災工作中，而介入的志願者達到300萬

人左右bq。汶川地震後，北京奧運會、

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等又多次見

證了志願者的力量，這進一步加強了

研究者對志願服務意義的認識。如此

迅速和大規模參與所展現出來的社會

力量和志願精神，被許多研究者解讀

為公民社會的因素。蕭延中等認為，

汶川地震見證了中國公民社會的成

長br。巨生良和姬會然指出，汶川地

震後，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大量崛起，

說明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逐漸成長bs。

不過，在普遍樂觀的討論中，也

存在少許異見。2009年初，清華大學

和北京大學的公民社會研究團體間發

生了一場爭論。北大的研究者發布了

《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認為

「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的門檻q。

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型是中國過去近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項偉大成就」bt，

這種觀點尤其符合大多數人對2008年

「良性互動論」既是反

思西方「公民社會」概

念的中國適用性的結

果，也是省思中國現

實得出的結論。然而，

這種理論框架勾勒了

理想的國家與社會關

係形態，卻沒有生發

出具體的實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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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中國社會的判斷。但清華大學的

研究者卻認為，中國還沒有「邁入」，

而只是處於「走向公民社會」的階段。

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同樣承認ck：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國民間

組織已成為體制變革不可缺少的統一

戰線夥伴和同盟軍，擁有H一定的公

共空間並已成為社會公共治理和提供

各種社會服務的重要力量⋯⋯這些從

根本上決定了中國民間組織當前和未

來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推動中國社會堅

定地走向公民社會。

這意味S，雙方的分歧並非來自於對

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現實判斷，而

是來自於對「何為公民社會」、「如何判

斷一個公民社會」等理論問題的判斷。

在缺乏基本概念共識的情況下，

任何一種對現實的理論解釋都可能是

乏力的。2010年底，深圳市委五屆五

次全會審議通過〈關於制訂深圳市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的建議〉，提出要「探索社會組織與公

眾廣泛參與的公共治理模式，率先建

立現代公民社會」cl。這一提法引人關

注。而在2011年初，「公民社會」被有

關部門規定為不能「炒作」的概念。有

的論者甚至提出，在加強和創新社會

管理過程中，要「防止誤信、誤傳甚

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

謂『公民社會』的陷阱」cm。這向樂觀派

學者提出了一個詰問：如果2008年真

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那麼兩年

多時間過去了，中國公民社會為何連

使用自身概念的基本話語權都沒有

了？如果跳出「元年」之爭，那麼，我

們應該如何解釋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的

巨大變化，如何將這些變化與對公民

社會的言說相聯繫或相區分？

二　治理理論與公民社會
研究的合流　　

中國公民社會研究似乎因理論與

現實、西方概念與中國本土之間的多

重緊張關係而陷入困境，與治理理論

（governance theory）的合流是這一研究

繼續獲得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治理理論興起於1990年代。1989

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概括當

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

危機」（governance in crisis）一詞cn。此

後，「治理」概念便被廣泛地應用於政

治發展研究中，成為了熱門話題。根

據斯托克（Gerry Stoker）的概括，關於

治理的五個核心論點是：（1）關注政

府之外（但也包括政府）的組織機構在

治理中的作用；（2）明確指出國家與

社會在治理邊界和責任上存在S模糊

性；（3）參與治理的行為主體和組織

之間有複雜的依賴關係；（4）網絡是

治理實踐的主要形式；（5）政府可以

利用其權威與立法能力之外的許多其

他工具影響治理的最終結果co。

治理理論的興起超越了自由主義

與國家主義的傳統對立，凸顯了國家

與社會之間實現正和博弈關係的可欲

性和可行性。這是一種新型的國家與

公民社會關係範式。正如庫伊曼（Jan

Kooiman）所指出的，「不論是公共部

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

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

問題所需要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

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

力去應用所有有效的工具。」cp因此，

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相互替

代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治理過程除

了政府機關外，還包括公民社會的參

與，各種利益集團、網絡以及多部門

間的協商。

治理理論直接討論的

主題雖然是公共管理

的方式與方法問題，

但卻以公民社會為其

理論基礎，其實質上

要回答的問題可以歸

結為——公民社會中

的各種行為主體與國

家在操作層面上如何

實現合作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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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助於克服國家和公民社會

各自能力的有限性，並試圖建立國家

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網絡。這種模

式比傳統的統治方式更能適應不斷變

化的社會環境，在其中，國家與公民

社會相互合作並承擔各自的責任。治

理強調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良好合

作，治理離不開國家，更離不開公民社

會，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就

不可能實現治理。所以說，治理的基

礎在公民社會，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

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治理。

也正是因為這樣，治理理論一經

形成，即被中國學者引進，並且幾乎

立刻與中國公民社會研究合流。治理

理論直接討論的主題雖然是公共管理

的方式與方法問題，但卻以公民社會

為其理論基礎，其實質上要回答的問

題可以歸結為——公民社會中的各種

行為主體與國家在操作層面上如何實

現合作共治？可以說，治理理論用西

方式話語回答了早期中國公民社會研

究者所提出、卻未能作出充分回答的

「如何實現良性互動」的問題。

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倡導者鄧正

來於1996年主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

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實互動關係進行

範例性的解釋和分析，並以此作為突

破已有公民社會研究困境的途徑cq。

而農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區自治、公

共領域以及NGO的實際發展，為公民

社會研究提供了眾多範例。

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公

民社會研究者在這方面的纍纍碩果，

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大量考察了介於國

家與市場之間的第三領域，尤其是

NGO。周俊和筆者對溫州商會參與社

會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商會參與治理的

成功案例，並分析了社會組織成功參

與的前提和政府角色cr。王詩宗系統

分析了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治理的現實

性。他指出，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確

實面對S某種不可治理性，而政府對

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有了清晰的認

識；此外，政府儘管掌控S社會，社

會組織也嚴重依賴於政府，但科層機

構的碎片化卻使社會組織參與治理

成為可能。他對溫州商會和寧波海曙

星光敬老協會的研究，揭示了社會組

織參與所帶來的國家—社會關係的

變化cs。

王名和樂園的文章提供了政府通

過購買與社會組織合作提供公共服務

的生動案例，儘管他們的研究也揭露

了政社合作中社會組織對政府的高度

依賴和合作的任意性ct。王浦劬等人

的論文集則對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

的中外實踐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該

書從一個重要面向展現了在合作治

理過程中社會組織的成長軌µdk。此

外，多篇論著關注到了抗震救災過程

中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以及社會組

織在扶貧、社會救助、艾滋病防治等

具體領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對於社

會轉型的重要意義dl。

從此，中國公民社會研究大量地

與治理問題相聯接，揭示了治理轉型

與社會組織發展的共生關係。但是由

於諸多案例研究的方法論和研究框架

具有很強的異質性，儘管考察視角得

以豐富，但也難以形成一種統一的理

論框架。在這樣的背景下，治理理論

也就只能為公民社會研究提供一種極

其重要的理論補給。這些研究似乎推

動了一種「參與式治理」理論的形成dm，

揭示了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變

化。但是，這些研究仍然沒有形成中

國本土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分析性

理論框架。事實上，這些研究大多不

是在公民社會理論框架中做出的，或

者以中國已經存在一個公民社會為

論述前提，只有少數論者主要集中於

學者對「參與式治理」

之於公民社會意義的

認識，大多建立在一

個共同前提上，即是

否削弱了來自政府的

控制和是否成功地影

響了政府，應成為判

斷公民社會是否可能

或已經形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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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後社會組織行動可能蘊含的

公民社會意義，對「參與式治理」之於

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進行了

探討。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在英文學刊

上，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對地震中社

會組織的「容忍」並沒有促成地方政府

與社會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嚴格的登

記制度沒有發生改變，政府繼續保持

對社會組織領導和員工的低度控制，

在災後重建中，社會組織仍處於邊緣

地位dn。相反的意見則認為，地方政

府在賑災中認識到了社會組織的作

用，開始與中央一樣採取利用和賦權

社會組織的態度do。

不難發現，中國公民社會研究與

治理理論的合流並沒有完全解決已有

研究中存在的緊張關係。學者對「參與

式治理」之於公民社會意義的認識，大

多建立在一個共同前提上，即是否削

弱了來自政府的控制和是否成功地影

響了政府，應成為判斷公民社會是否

可能或已經形成的依據。如果一個獨立

於國家的社會領域還沒有形成dp，社

會仍然為行政體系所吸納（即所謂「行

政吸納社會」）dq，那麼，公民社會在

中國的出現依然是非常遙遠的事情。

三　基於中國經驗拓展公民
社會與治理理論 

針對中國研究，賽奇（Tony Saich）

曾經指出：「我們迄今所發展的概念

工具基本上並不能令人滿意。在很大

程度上，我們試圖將中國經驗的銷子

插入西方理論的洞口。由此形成的分

類雖然有用，但卻是不夠的。」dr這一

批評也適用於關於中國公民社會與治

理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固守在西方式

公民社會的理論框架中來思考中國問

題，那麼中國公民社會研究就難以推

進，治理研究也難以推進。學者要麼

循環論證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與治理

變遷，要麼因為中國公民社會還十分

遙遠而懷疑治理理論的中國適用性。

早在2001年，在《中國行政管理》

第9期題為「中國離『善治』有多遠」的

筆談中，不止一位作者對治理的中國

適用性表示了慎重的態度ds。《理論文

萃》2003年第4期一組題為「反思與超

越——解讀中國語境下的治理理論」

文章，也集中表達了這種懷疑。如藏

志軍指出：「『治理』離不開兩個前

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體的存在

以及它們之間的夥伴關係；二是民

主、協作和妥協的精神。」dt李春成認

為，我們有意無意地賦予了治理以

「進步」改革的光環，而忽視對於自主

治理機制在中國推廣的可行性條件以

及治理風險問題的討論ek。此後，這

種懷疑被不斷提出。例如，沈承誠和

左兵團提出，治理理論的一個重要理

論預設就是有發育較為成熟的非營利

組織的存在，在試圖將治理理論引入

中國之前，必須對這一社會條件加以

考察el。

可以看到，無論是公民社會還是

治理理論，都需要基於中國經驗予以

拓展。馬秋莎曾經提出，與其衡量在

多大程度上中國NGO還沒有實現自

主，不如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去考察

到目前為止它們在成為一種外在於國

家系統的、發展中的力量已經取得了

多大進步em。反思「獨立」與「參與」之

於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意義，我們發

現，由於長期被「關係性」研究思路所

束縛，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中

國社會的功能性變革，而這可能正是

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動力之源。

從社會組織的面向來看，功能性

研究包括「外在效應」和「內在效應」兩

反思「獨立」與「參與」

之於中國公民社會發

展的意義，我們發

現，由於長期被「關

係性」研究思路所束

縛，研究者在很大程

度上忽視了中國社會

的功能性變革，而這

可能正是中國公民社

會成長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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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en。外在效應指社會組織對政

治、經濟和社會系統的作用。白蘇珊

（Susan H. Whiting）指出，中國NGO的

外在效應最好從它對政治發展與經

濟、社會發展兩個方面的影響來理解，

因為相對於難以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發

揮作用，中國NGO在提供公共物品和

公共服務方面發揮S重要作用，這帶

來了經濟、社會領域的巨大變化eo。

這些研究提示我們，在對社會組織的

功能性研究中，我們或許能夠發現中

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之路。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試圖基於中

國地方經驗挖掘公民社會的生長肌

理，揭示在參與治理過程中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變化邏輯。這些中國公民社

會研究的新變化很值得重視。2006年，

庫伯（Caroline M. Cooper）在對中國西

南ENGO（環境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中

指出，儘管面臨S制度環境的不確定

性，害怕被政府干預甚至取締，但是

94%的組織認為它們找到了影響政府

和參與政治的最好平台。在被調查的

ENGO中，大約一半採取了正式方式

（參加政協會議、提交政策建議）去影

響政府；而無論是採取正式的還是非

正式的途徑，它們對政策和政社關係

的影響都非常顯著。庫伯從大量案例

中看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動力

學將持續地產生變化，國家將容納更

多更強的草根力量，而這種變化是地

方政府無法忽視的，即使是國家結構

本身也需面對這種挑戰。值得注意的

是，庫伯還發現，ENGO一直受到政

府環保部門的支持和保護，而且從中

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都有S強烈的意

願與這些組織合作，只不過這種意願

中摻雜S顯見的「警惕與提防」。庫伯

稱這種關係為「依賴和距離」ep。這種

依賴不是NGO對政府的單方依賴，而

是NGO與政府之間的雙向依賴。

2007年，兩位海外學者在同樣研究

ENGO的文章中推進了庫伯的觀點。

他們認為，在後威權主義政體中，國

家不願意放手讓社會組織自由發展，

而是設置各種障礙，使NGO依賴於國

家。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家也功能性

地依賴於NGO；只要NGO不直接對

抗國家，這種複雜的依賴將會持續。

他們提出，「複雜的相互依賴」在INGO

（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後表現更

加明顯，因為一方面INGO依賴於制

度環境和本土NGO的協助，另一方

面，政府和本土NGO也依賴INGO提

供各種資源eq。

幾乎在同一時期，政府與社會之

間的「相互依賴」也為中國國內學者以

不同形式加以表述。2008年，筆者和

周俊等先後發表論文並出版專著，以

浙江溫州商會等為例證，提出了中國

公民社會「在參與中成長」的分析範

式er；當中全面反思了中國公民社會

研究，認為已有研究多囿於西方公民

社會獨立於國家的二元分析框架，不

能合理地回答為何中國社會組織在高

度依賴於政府的同時仍然不斷發展。

我們提出，不應該將先取得獨立性作

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前置條件；事

實上，在缺乏獨立性的情況下，中國

的社會組織也可以參與公共治理。在

參與公共治理過程中，社會組織能夠

以實際績效取得政府信任，增強與政

府的博弈能力，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

機會。在參與公共治理的過程中，社

會組織縱然沒有減少對政府的依賴，

但是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依賴卻加深

了，而這種相互依賴意義重大。

同樣地，中國國內學者也開始基

於本土經驗，研究治理理論的中國適

用性問題。筆者和王詩宗認為，中國研

究者對中國現實的強烈關懷是正當的，

但如果因現實關懷而忽視了應有的學

如果認識到中國處於

轉型期的特徵和豐富

的事實，就可以看到

中國現有的國家—

社會關係和政治—行

政體制並不必然排斥

公民參與，政府、社

會與市場的重新組合

可能發生並且已經發

生了。



72 經濟、社會
與傳媒

術理性，就可能導致對理論的隨意解

釋和對實踐的誤導；反之，如果運用

結構分析方法而否定治理的中國適用

性，在邏輯上儘管可以周延，但也暗

示了結構（如權力結構、制度結構、社

會結構等）一成不變的基本假定，按照

這種假定，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必定

趨於靜止。研究治理的中國適用性，

需要方法論上的創新。如果認識到中

國處於轉型期的特徵和豐富的事實，

就可以看到，中國現有的國家—社會

關係和政治—行政體制並不必然排斥

公民參與，政府、社會與市場的重新

組合可能發生並且已經發生了es。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這q所說的

基於中國經驗拓展公民社會與治理理

論，不應被解讀為僅僅是公民社會與

治理理論的本土化和中國化。一方

面，由於現有的「公民社會」、「治理」

概念與分析框架都在西方歷史經驗基

礎上形成，運用這些概念、分析框架

來研究中國問題，必然會遇到它的解

釋力與其存在的困難之間的緊張關

係。因此，結合中國本土經驗，界定

出清晰的「公民社會」、「治理」概念與

分析框架，使之成為經驗觀察中有用

的概念工具，並指出使用這些概念工

具的限度，當是中國公民社會與治理

研究的緊迫任務。

另一方面，公民社會與治理理論

的本土化、中國化過程也是這一理論

的科學化過程，兩者不是對立的關

係，而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真正的科

學概念和理論，才能解釋、解決中國

公民社會發展和治理變遷的問題。同

樣地，只有能夠解釋、解決包括中國

問題在內的公民社會與治理理論，才

能是一種科學理論。一種不能解釋、

解決中國問題的公民社會與治理理

論，無論是對於世界還是對於中國，

都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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